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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主体的创新努力是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关键。已有监管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场景上，缺乏深入到监管科技协同创新问题，且监管科技创新产出包括合规科技和狭义监管科技，其有关主体的角色交叉现象导致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与一般情形的协同创新有很大不同。基于此，根据监管科技创新的供求关系，将创新主体划分为创新研发方和成果应用方，从创新主体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出发，构建协同创新效益模型、开展协同创新激励因子分析，并以双方在协同创新中努力水平比值作为考察变量，优选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的激励契约。结果表明：提高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和收益分配比例能鞭策不够努力的创新主体缩小与努力水平高的创新主体努力水平差距，提高协同创新总体产出水平；将创新研发方的研发人员工资投入等内部管控信号和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变化等市场反馈信号写入成果应用方的委托代理合同，能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契约风险，激励创新研发方按照成果应用方的期望提高创新努力水平，以增加协同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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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 Incentive Strategy for Enhancing the Output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RegTech
Shao Tengwei, Lyu Xiumei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ve efforts of innovation entities are key to enhancing the output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regulatory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of the existing regulatory technology mainly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lacks the depth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regulatory technology. While the regulat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puts include compliance technology and narrow regulatory technology, the overlapping roles of the relevant subjects lead to the regulatory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situation. Based on this, according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of regulato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nnovation subject is divided into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ide and achievement application side, starting from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innovation entities seeking to maximize their own benefits,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nefit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an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centive factors is carried out, further taking the ratio of effort level of both partie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s the investigation variable, to optimize incentive contracts that improve the output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regulatory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creasing the status and profit distribution ratio of the innovator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n spur less effortful innovation entities to narrow the gap with those that exert higher levels of effort, thereby raising the overall output lev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corporating internal control signals such as the R&D personnel's salary investment of the innovating R&D side, along with market feedback signals such as the compliance cost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hanges in regulatory costs of regulatory agencies into the commissioned agency contracts of the application side of the results, can reduce information asymmetry, lower contract risk, and motivate the innovating R&D side to increase their innovative efforts according to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results application side to enhance the outpu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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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监管科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监管科技（RegTech）涵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于金融机构开展合规管理的合规科技（CompTech）和金融监管机构开展金融监管的狭义监管科技（SupTech） [1]。监管科技起于金融机构面对日益收紧的金融监管要求和不断上升的监管守法成本，运用新技术高效率、低成本地满足合规要求，避免由于不满足监管合规要求而带来巨额罚款，即合规科技[2]。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导致原本的金融业务边界逐渐模糊、金融监管范围变大，金融监管难度上升、金融监管压力增大，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的问题日益突出，而合规科技的兴起更是加剧了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倒逼金融监管机构以科技规范科技，通过发展狭义监管科技缩小与金融机构的科技应用差距，降低监管成本、减少监管套利，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高效率，由此形成合规科技与狭义监管科技这对“矛”与“盾”水涨船高的“军备竞赛”，推动广义监管科技发展进步[3]。
从应用主体看，监管科技包括合规科技的需求主体金融机构和狭义监管科技的需求主体金融监管机构。单纯从市场经济原理出发，合规科技与狭义监管科技应用主体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用市场竞争机制解决，但问题是，监管机构既不是市场主体，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府，形式上它与金融机构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可是在监管科技创新上，无论是体制机制的灵活性还是资金、人力资源储备的保障性，金融机构却比监管机构更具优势。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一直有较浓的行政色彩，体制机制不够灵活，难以根据需求变化快速迭代建立监管科技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监管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主要依赖有限的财政预算，无法像金融机构那样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筹集，这限制了监管科技基础设施系统的更新换代，降低了运维和应急处理服务的水平。此外，监管机构的监管科技研发与应用人才严重匮乏，缺乏掌握分布式、大数据等现代技术人才，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管理人才数量不足，且流向金融机构的流失率高[4]。这些因素决定了监管机构的监管科技研发需要寻求金融机构的支持。但金融机构独自开发监管科技也存在很多问题。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可能导致有些金融机构以开发监管科技之名，利用现有监管体系的制度和技术漏洞进行监管套利，这会降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甚至使金融监管失效。当金融机构大范围应用合规科技收集和处理数据、开展风险管理，而金融监管机构并不掌握这些应用背后的技术、算法和规则，必然加深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监管滞后，既不利于金融稳定，也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最终影响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损害所有金融机构的长远利益。金融机构各自为政地发展监管科技，没有监管机构参与制定统一的规则和标准，也不利于发挥监管科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构建金融新生态的建设性作用[5]。没有监管机构的参与，监管科技的数据垄断和“数据孤岛”问题也没法解决。正是这些原因，决定了监管科技创新需由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开发，通过协同作用，共同分担成本、共同分享创新带来的收益。事实上，由于合规科技创新和狭义的监管科技创新都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完全可像“锁”和“钥匙”一样配套协同开发，既节约成本，又避免相互间不耦合的技术冲突。但由于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合作不能采取股权形式，只能采取契约形式，因此需要有恰当的契约安排，激励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提高协同创新努力水平增加创新产出。
由于监管科技兴起的时间短，已有监管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场景上，较少有文献深入到监管科技协同创新问题。尽管如此，但其他领域有关协同创新乃至契约激励的研究十分丰富，可为研究监管科技协同创新的契约激励提供重要启示。最早把协同创新理论运用到技术创新领域提出“协同创新”概念的学者是Tidd等[6]。但那时的协同创新多局限于微观层面、企业内部。而如今的协同创新理念已经延伸到行业或企业相关产业，强调产业链协同，涵盖产业、学研、中介、政府等多个创新主体的合作行为[7]，是涉及技术、信息、组织、知识、管理等多要素、多层次、多阶段、复杂化、动态性、开放式创新[8]。从主体特征看，协同创新可分为产业集群协同创新和产学研协同创新，前者指产业链或产业集群中众多企业通过利益链条或价值链条的垂直协作创新，后者是由资源禀赋、目标需求、运作模式互不相同的异质性机构通过知识共享和技术转移开展水平交互创新[9]。垂直协作创新由于创新主体性质相同，彼此间通过业务或利益连接成正式商业关系，一般选择标准化契约治理[10]；水平交互创新由于创新主体异质，彼此间通过社会交往结成社会关系，一般选择关系治理[11]。治理机制还会受创新网络范围影响，内部网络一般采取科层制的官僚型治理[12]；外部网络采取企业家型或共同治理型治理，其中企业家型比较适合主体地位不平等、有核心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创新，共同型治理适合主体地位平等、没有绝对优势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过契约或非正式关系协调参与主体依据权责分担风险[13]。协同创新运行机制包括竞合关系、创新集成、知识管理、流程优化、信息沟通、利益分配等方面[14]。提升协同创新产生水平的契约激励属于协同创新的治理机制和运行机制范畴，相关研究碎片化分散，总体上还未形成系统化理论。一般认为协同创新是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一种准市场式的契约型组织，不能像传统阶层组织那样容易实现对个体的直接监督和控制[15]，具有较高的契约风险，其中某一参与主体可能会利用其他参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发生欺诈行为，或有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减少要素投入的机会主义倾向[16]，需要通过恰当的契约安排规范创新主体行为，保护其他成员的利益，提高合作的公平性[17]。有效的契约安排取决于多大程度上平衡所有创新参与主体的创新收益与目标分歧，可配合使用显性合同与隐性合同降低契约风险[18]。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声誉机制是有效激励创新主体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19]。协同创新的最优契约目标是参与各方共同分担风险，平衡成本和收益，并选取恰当的信息类型及渠道降低信息不对称[20]。在无监控成本前提下，可从协同的目标、创新采用的技术手段等方面出发，提升各个主体参与协同的努力水平和创新产出水平[21]。
从已有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协同创新的研究成果颇丰，涵盖协同创新的本质认识、必要条件和影响因素，涉及协同创新的理论渊源、主体特征、组织结构、网络范围、治理机制、运行机制、契约风险等方面，为本研究通过契约激励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应当看到，这些研究成果服务指向主要是工业品、高新技术产品，这些研究成果或结论应用到监管科技上不可避免会出现“水土不服”。正如以上所述，监管科技创新产出包括合规科技和狭义监管科技，金融机构不仅是合规科技的应用主体，由于部分金融机构设有金融科技公司涉足合规科技研发，所以它还往往是合规科技的创新研发主体；作为狭义监管科技应用主体的监管机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它具有政府性质，但在一般的协同创新中，政府只是作为创新环境因素而存在，而金融监管机构在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中既是创新主体又提供创新环境，正是这类角色交叉现象导致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与一般情形的协同创新有很大不同。基于此，本研究根据监管科技创新的供求关系，将创新主体划分为创新研发方和成果应用方，分析监管科技协同创新过程，构建协同创新效益函数，并以双方在协同创新中努力水平比值作为考察变量，挖掘创新产出影响因子，有针对性地开展契约安排，运用激励机制与监控机制相结合的方式设计协同创新合约化解契约风险，激励创新主体提升创新努力水平，产出更多监管科技创新成果，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和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和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实现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以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
1  协同创新效益模型构建
[bookmark: _Hlk118552340]2.1   监管科技创新参与主体
从监管科技的技术需求与供给来看，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主体包括创新研发方（技术供给方）和成果应用方（技术需求方）。创新研发方包括具有研发实力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专门从事监管科技研发的科技公司，它们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密码技术等现代数字技术，开展合规科技与狭义监管科技的协同创新；成果应用方包括有合规科技需求的金融机构、有狭义监管科技需求的金融监管机构。部分科技研发能力很强的金融机构既是监管科技的创新研发主体，也是合规科技的需求主体，但绝大多数金融机构是作为监管科技的合规科技需求主体而存在（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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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体系


2.2  监管科技协同创新过程
监管科技协同创新过程可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新研发主体响应成果应用主体的需求开展研发活动，所产出的监管科技产品价值能用市场价格量化，其间成果应用主体协助创新研发主体开展研发活动；第二阶段是成果应用主体推广应用监管科技创新产品，用以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或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创新研发主体提供售后服务。
在协同创新过程中，拥有不同资源的创新主体共同投入到监管科技创新活动中，由此构成协同创新投入成本。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监管科技产品的开发成本，主要是协同创新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知识、技术、资金等资源，与各创新主体努力水平相关；另一类是协同成本，包括动员不同参与主体将协同创新所需资源整合到协同创新体系中，协同成本与所有创新参与主体的努力水平相关。
创新研发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在决定各自对创新过程付出多大努力时，他们知道各自预期的成本投入、创新带给自己的收益及占总收益的比例，这些信息对他们预期付出的创新努力有重要影响。此外，并非所有的创新努力都能产生预期的创新成果，通常只有一部分创新努力才能转化为期望的创新成果，这个转化比例也会影响创新主体决定付出多大的创新努力。
2.3  监管科技协同创新收益函数
根据以上对协同创新的过程描述，设置下列参数（见表1）构建监管科技协同创新过程中成果应用主体与创新研发提升协同创新效益模型。
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函数，得协同创新总价值=和创新研发主体分得的价值=，由于成果应用主体获得的创新价值还应包括成果应用主体通过市场交易增加利润，所以成果应用主体最终获得价值为=。
参照Bhaskaran等[22]将协同创新产生的成本分为开发成本和协同成本，将创新研发方和成果应用方参与监管科技协同创新的开发成本分别设为，将协同成本设为，于是得创新研发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收益函数。

表1  监管科技协同创新效益提升模型参数
	符号
	描述
	符号
	描述

	
	创新研发主体的努力水平
	
	创新研发主体协同创新努力成本系数

	
	成果应用主体的努力水平
	
	成果应用主体协同创新努力成本系数

	
	，为创新主体努力水平比值
	
	创新主体协同成本系数

	
	创新研发主体协同创新收益分配比例（）
	
	创新研发主体在协同中的地位（）

	1
	成果应用主体协同创新收益分配比例（）
	1−
	成果应用主体在协同中的地位

	
	创新产出转化为创新产品的效率（）
	
	创新产出转化为市场利润的系数



3   协同创新激励因子分析
3.1   协同创新的激励条件
为了解创新研发主体和成果应用主体的创新努力情况，对方程组（1）分别求关于的一阶最优化条件，得

联立式（1）中=0、，得方程：
                                   （3）
令要使方程（3）有解，须有，由此可得时，方程（3）恒有。
由L的定义可知：表示创新研发方比成果应用方更努力，属于监管科技产品研发阶段；表示成果应用方比创新研发方更努力，属于监管科技成果推广应用阶段；表示创新研发方与成果应用方付出的努力相等。于是可得式（4）。

式（4）中：；；。
3.2   协同创新激励因子分析
一是创新研发方所处的地位对创新努力水平的影响。由式（4）得表明在监管科技研发阶段，提升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创新努力水平较低的成果应用方会提高创新努力水平；表明在监管科技推广应用阶段，提升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创新研发方会努力提升创新努力水平以缩小与成果应用方创新努力的差距。由此可见，无论在监管科技创新研发阶段还是成果推广应用阶段，只要提高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创新努力水平较低的一方会就加快提升创新努力水平，以缩小与创新努力水平高的一方的创新努力差距。
二是创新研发方获得收益比对创新努力水平的影响。由式（4）得表明在监管科技研发阶段，提升创新研发方分享创新收益的比例，创新努力水平较低的成果应用方会提高创新努力水平，积极配合创新研发方多出创新成果；表明在监管科技推广应用阶段，提升创新研发方分享协同创新的比例，创新研发方会努力提升创新努力水平，以缩小与成果应用方创新努力的差距，确保有更多的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由此可见，无论在监管科技创新研发阶段还是创新成果推广应用阶段，只要提高创新研发方分享协同创新的收益，创新努力水平较低的一方会就会加快提升创新努力水平，以缩小与创新努力水平高的一方的创新努力差距。对成果应用方而言，虽然分享收益的比例看似减少，但收益的绝对量不一定减少；相反，由于研发方获得了更高收益比例的激励，必然会有更多创新成果产出及应用，从而给成果应用方带来更大效益。
三是创新成果推广转化率对创新努力水平的影响。由式（4）得表明在监管科技研发阶段，创新研发方会努力地产出更多创新成果而不是推广应用，所以提高创新产出转化为市场利润比例并不能激励创新研发方提高创新努力水平，结果是提高创新产出转化为市场利润的系数，创新努力水平比值不升反降；表明在监管科技推广应用阶段，提高创新产出转化为市场利润的比例，技术推广方会有更大的利益驱动努力提高创新努力水平，以扩大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
4  协同创新的契约激励策略
4.1    契约激励的策略空间
由协同创新激励因子分析得知，提高创新研发方的地位和创新收益比例能激发创新努力相对不足方提高协同创新努力，可见创新研发方在整个协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尽管监管科技协同创新可分为研发和应用两个阶段，但最主要的还是研发阶段，成果应用能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机构的监管效率，成果应用方有动力推广应用监管科技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把协同创新模型改造成委托代理模型，重点研究委托方（成果应用方）对代理方（创新研发方）的契约激励。
设创新研发方的创新努力所创造的收益由和外生随机变量共同决定，取=+。假设成果应用方为风险中性，创新研发方为风险规避，创新研发方的收益函数，为成果应用方给创新研发方的保底收益承诺，此时成果应用方的期望收益E
假定创新研发方的效用函数为，，为实际货币收入,。此时，创新研发方的确定性等价收益为E其中为创新研发方的期望收入，是创研发方的风险成本。设创新研发方接受合同的期望收益。因成果应用方一般难以观测到创新研发方的努力水平，成果应用方的问题是选择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形成委托代理模型。

求解式（5），得

由式（6）可以看出，保底分红能有效激励创新研发方的朝着成果应用方期望的方向创新努力，其中保底收益至少应达到，分红比例，进而实现创新研发方与成果应用方的风险共担。当时，；当 时，意味着
由于成果应用方一般不容易观测到创新研发方的努力水平，所以式（5）的委托代理存在信息不对称，相比于信息对称，必然增加风险成本和激励成本等两个方面的代理成本。在信息对称条件下，，最优风险成本为0；在信息不对称时，难被观测，最优，风险成本增加为导致净产出减少为，但同研发方减少成本为，净激励成本。于是，可得信息不对称下的风险成本、激励成本和代理成本：

由式（7）可以看出，减少减少代理成本AC，因此可从两个方面着手降低代理成本。一方面是改变创新研发方的风险态度，尤其是当研发方的风险规避态度风险中性时（）代理成本为零；另一方面是降低产出方差，可通过加强监管科技创新过程的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实现。从可操作性而言，成果应用方可选的策略是监管科技创新过程的内部管控激励和市场信号激励。
4.2  内部管控激励策略
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加入一个与创新研发方创新努力有关的内控信号表示创新研发方投入的高级研发人员数量，假定+，表示内控信号的准确度，是一个不可控制的随机变量，和相互独立，即cov（）=0，这时研发方的收益为，这样得到创新研发方的确定性等价收益为E。于是，式（5）的委托代理模型改造为：

求解式（8）得

根据式（8）和式（9）得风险成本、激励成本和代理成本为：

由式（9）和式（10）可看出，通过将创新研究方的研发人力资源投入情况写入合同，虽然合同的激励强度有所下降（），但创新研发方的创新努力水平提高、创新产出增加，并且风险成本（）、激励成本（）都降低，进而代理成本下降（）。即，对委托人（成果应用方）而言，用较小的监控诱使代理人（创新研发方）采取委托人所要求的行动，实现式（5）委托代理的帕累托改进。
4.3  市场信号激励策略
在（5）式委托代理模型中加入一个反映创新成果应用的市场反馈变量揭示合规科技、监管科技成果应用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的增长率，目的是对创新研发方进行业绩比较。通过将创新研发方的创新成果投放市场后的效果反馈引入激励合同，可以排除更多外部不确定性的影响，增强创新研发方的收益与创新努力的关联性，激发创新研发方的创新努力。假定，考虑线性合同代表创新研发方的收益与的关系，显然与π是负相关，即表示合规科技、监管科技成果应用显著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合规科技、监管科技应用降低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成效不明显，由此得创新研发方的确定性等价收益为。将式（5）改造成：

求解式（11）得

由式（11）（12）得风险成本、激励成本和代理成本为：

通过式（12）（13）可以看出，通过将反映创新成果应用的市场反馈变量z写进合同，一方面提高了创新研发方分享产出的比例（），提高了合同激励的强度，创新研发方的创新努力水平提高（），进而提高了协同创新产出；另一方面，风险成本（）和激励成本（）都有减少，进而代理成本降低（）。当然，前提是选择的控制变量必须与，即，更为特殊的情况是z与完全相关，这时的代理成本为零，实现监管科技创新研发方与成果应用方协同创新的帕累托最优。
5  结论与讨论
在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中，创新参与主体的创新努力，特别是创新研发方的创新努力能够提升监管科技协同创新产出水平。通过协同创新中创新研发方与成果应用方的收益函数可以看出：提升创新研发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赋予独立的第三方科技公司或金融机构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更多话语权，能有效提升协同创新主体任何一方参与协同创新的努力水平。无论在创新研发阶段还是成果应用阶段，提高创新研发方分享协同创新的收益，创新努力程度薄弱方都会加快提升创新努力水平以缩小与努力水平较高方的创新努力差距；在监管科技推广应用阶段，提高创新产出转化为市场利润的比例，成果应用方会有更大利益驱动努力提高创新努力水平以扩大技术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
提高创新研发方的创新努力是提高创新产出水平的关键。考虑到协同创新中创新研发方具有信息优势，作为成果应用方的监管机构可同时在报酬合同写入创新研发方的内部管控信号和市场反馈信号，通过降低风险成本和激励成本降低代理成本。将创新研发方的研发人力资源投入作为内部管控信号写入报酬合同虽然会导致激励强度下降，但会促使创新研发方提高创新努力水平以增加创新产出；将创新成果应用的市场反馈变量写入报酬合同，不仅降低协同创新的风险成本、激励成本和代理成本，还能提高合同激励强度，从而增加创新产出，但前提是写入报酬合同的市场反馈信号必须与协同创新收益相关，比如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变化、监管机构的监管成本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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